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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 7 号墓出土玉牌饰造型研究 

——兼谈龙首纹上的菱形纹及相关问题 

曹峻
1
 

（上海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44） 

【摘 要】：瑶山出土玉牌饰（M7︰55），从其整体轮廓、颊侧突起、十字镂孔等特点来看，与现实生活中爬行

类动物，尤其是蛇的头面部可相比较。龙首纹上的菱形纹样与蛇头部鳞片形状一致，可能也直接取形于后者。良渚

文化玉器与陶器纹样上诸多与蛇有关的形象，表明蛇崇拜是良渚信仰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信仰内涵不仅在本

地区承续发展，至东周时成为土著越族的重要文化特征，同时也对外向北传播，在中原文化遗存中留下不少印记。

瑶山玉牌饰上表示眼睛的“圆和三角”组合结构，与龙首纹上的菱形纹，在北传过程中参与中原龙纹的演变和创造，

并成为其成熟形象中的构图元素。 

【关键词】：瑶山遗址 玉牌饰 菱形纹 良渚文化 蛇崇拜 龙纹 

【中图分类号】：K871.13【文献标识码】：Ａ 

1987年浙江良渚瑶山遗址的发掘中，在 7号墓出土一件玉牌饰，编号为 M7︰55。根据《瑶山》发掘报告，该器宽 7、高 3.9、

厚 0.42厘米，平面略呈三角形，底端尖弧，整器采用透雕和阴线刻技法，“两角各对钻 1个圆孔为眼，眼两侧以线切割法锼扩

成弧边三角形的镂孔，组成眼眶及眼睑，边周再用阴刻线勾勒。两眼之间的额头有不规则的长条形镂孔，鼻孔为阴刻的卷云纹。

鼻下端有弧边十字镂孔，似是嘴。眼眶以下的两侧各有 1个锯齿状突起”[1]，完整生动地表现出一个动物的脸部形态（图一）。 

目前对这件玉器有多种解读。如《瑶山》报告将 M7︰55称为“神兽纹”，同时又根据下半部分的折叠线条，认为其像“变

形的伏蛙”
[2]
；芮国耀、沈岳明认为，下半部分仅有腿没有头部，所以整器体现的是“食人未咽”的人兽主题

[3]
；赵晔认为，十

字镂孔的突显说明这是大型猫科动物例如老虎之类的写实反映[4]；而方向明则将十字形镂孔和菱形纹样看作是神兽鼻梁部位的装

饰[5]。可见，这件玉牌饰的纹样虽一般被称为“神兽纹”或“神人兽面纹”，但在其所表示的动物以及其中的构图元素，尤其是

十字形镂孔结构上仍存在不同认识。 

本文尝试以新的视角解读这件玉牌饰所蕴含的内涵，兼及分析与之相关的玉牌饰及龙首纹上的菱形纹。笔者认为，这些纹

样及构图元素很可能与自然界中的爬行类动物，特别是“蛇”有关，并对其所反映的原始信仰及“龙”形象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瑶山玉牌饰辨析 

经过比较，笔者发现瑶山玉牌饰及相关纹样与蛇的头面部形态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瑶山玉牌饰及相关纹样所表现的，可

能来自现实生活中能见到的动物，尤其是蛇、蜥蜴之类的爬行动物，最有可能的则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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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器物的造型轮廓来看，玉牌饰整器以左右侧上方两个大眼与正中菱形镂孔构成视觉上的三个顶点，从而形成三角

形的构图结构，也使全器外形轮廓呈现三角形状。这与爬行类动物的头部形状相吻合。蛇、蜥蜴等爬行动物的头部，若俯视来

看均为三角形或偏于三角形状的椭圆形，若正视时，则其突出的双眼与尖突的吻部也在视觉上共同构成三个顶点的三角形状，

正是瑶山玉牌饰类纹样所呈现的造型特点（图二）。 

 

其次，玉牌饰纹样双眼下方的锯齿状突起，所表现的可能是蛇嘴张开时嘴裂尽头的外鼓。从蛇头的结构来看，蛇之所以能

够吞食比自己头部还要大数倍的食物，是因为蛇类的左右两颚颚骨与腭骨、翼骨、鳞骨、方骨和横骨都有伸张力极大的韧带互

相连接，下颚以方骨连接头颅，能使蛇的口张大至 130°（图三）[6]，因此正视时，可看到蛇上下颌交接处的韧带和方骨就会向

两边鼓突。这一特点表现在瑶山玉牌饰上，即在双眼下方，也正是两侧脸颊部位以锯齿状刻划出来。以往被认为“趾爪”或“蛙

爪”的部位，很可能是蛇面颊部位鼓突的表现。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玉牌饰正中部位的十字菱形镂孔，应该与蛇张嘴吐信时的状态有关，表现的是蛇的嘴部形态。该纹

样的左右两眼之间有明确的卷云纹勾勒成的鼻端部，而十字形镂孔在此卷云纹下方，已有学者指出其表现的是动物的嘴部[7]。同

时，从十字镂孔左右两侧的尖括弧形状来看，这个形态总体上构成一个间断的菱形，很像是蛇嘴张开时，上下吻尖端与两侧嘴

裂顶点所形成四角菱形在平面上的体现。而菱形中间的十字形镂孔，表现的则是分叉信子吐出摆动时的样子。因此，无论菱形

与十字形镂孔所处整个图案的位置，还是其呈现的形状，该部位所表现的都应该是动物的嘴部，而且是蛇嘴大张、吐出信子时

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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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镂孔与菱形的组合结构在辨识上确实容易引起困扰。有一种观点是将十字形镂孔看作为鼻梁上的装饰[8]，这一解读很可

能是参照了瑶山另一件透雕玉器的纹样结构。该器为长半圆形玉璜（M11︰84），上端平齐、下端圆弧。上端正中为半圆形凹缺，

器身两侧偏上部位各有一稍大圆眼，围以梭形阴刻线纹；正中为弧边十字镂孔，两侧各有圆括形镂孔围绕
[9]
（图四）。在正中十

字镂孔下方有一道两端镂孔上翘的弧形线，有称之为“阔嘴”[10]，亦有认为是“U形鼻端”[11]，可见认识也不尽一致。但考虑到

其器身遍布小型弧边三角形及弯曲长条形镂孔，而这道弧形镂空线仅在两侧上翘部分镂空，中间仅为阴线刻，因此其可能只是

用于补白的装饰，而未必表示嘴或鼻端部位。且瑶山玉牌饰（M7︰55）纹样比 M11︰84 更具象，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抽象与

变形，因此二者的十字形镂孔很大可能还是表现嘴部的形态，或者说，其最初的本意是要表现动物的嘴部。 

当然，笔者将菱形纹与十字形镂孔视为蛇的嘴部及信子，将蛇面部与良渚纹饰相联系，也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这一

探索性的尝试，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玉牌饰自身的纹样，同时对其他纹饰中构图元素的识读也有一定的启发，例如龙首纹上的

菱形纹。 

 

 

二、龙首纹上的菱形纹 

龙首纹是良渚文化中另一重要纹样，其与菱形纹密切相关。龙首纹的面部正中往往刻划菱形纹，并在其下方表现出阔嘴与

齿列。这一上一下的相对位置关系，大概也是瑶山玉牌饰上十字镂孔与菱形组合纹被视为鼻梁装饰的一个参照因素。但若以蛇

的头面部特点加以观察的话，这类菱形纹则可以传递给我们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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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首纹的典型代表为瑶山玉镯形器（M1︰30）（图五），其他龙首纹可以看作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和变形[12]。其“正面下端

是龙首的扁宽嘴，露出平直的上唇和大而方整的上排牙齿，上唇两侧有圆形凸起的鼻孔，宽扁的鼻部与上唇平齐。之上有一对

大而圆凸的眼球，外饰圆形眼圈。两眼上方用阴线刻出一对短角。眼、鼻之间有一菱形图案，内外双线，菱形正中阴线刻一小

椭圆形。图案侧面用浅浮雕和阴刻线，表现深而长的嘴裂、鼻子和头部的侧面形象。”[13]这个纹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就是

面部正中的菱形，其内正中还阴刻一小椭圆形。另外还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龙首纹”的齿列部分仅有上半部而无下半部，即

整体缺失“龙首”的下颌[14]。 

我们知道，蛇类动物遍体被覆鳞片，头部也不例外，而且头部特别是吻端的鳞片分布很有规律和特色。从图六来看，蛇头

背面吻端的鳞片主要是吻鳞，仅一枚，中间有一个凹缺便于闭合时蛇舌伸出口外（图六︰1）；腹面最前端的鳞片是颏鳞，为下

颌前端正中的一枚鳞片，常呈三角形，与上颌的吻鳞相对（图六︰2)
[15]

。这样，如果正面对视蛇头，便会在视觉的正中部位看

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由上颌吻鳞和下颌颏鳞构成的闭合菱形，尤其显著的是，在这个菱形内存在一个凹缺圆孔（图七︰1）。这

个形态和瑶山镯形器上龙首纹正中的菱形几乎完全吻合（图七︰2）。因此我们不妨大胆一点猜测，这个“龙首纹”上的菱形图

案，其实表现的是蛇头正面部的鳞片形状，是将蛇下颌颏鳞向上移到嘴裂上方以使之与上颌处吻鳞完整连接而呈现出来的图形。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菱形图案在龙首纹中的位置处于阔嘴与齿列的上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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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面鳞片 2.腹面鳞片 

 

如此看来，龙首纹上的菱形纹，很可能也和瑶山玉牌饰一样，图形的来源是从自然界中的蛇类爬行动物中获得的灵感。只

不过其形源来自蛇头面部的鳞片形象，而瑶山玉牌饰则是整个蛇头面部形象的具体表现。就构图元素来说，尽管瑶山玉牌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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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与“龙首纹”都有常称之为“菱形”的图案元素，但二者的菱形纹样在具体形态和所表现的对象上都有所不同。瑶山玉牌饰

的菱形图样是“十”字形镂孔外左右两侧围以尖括状弧线，刻划在卷云纹鼻端下方，表现的是蛇类动物的口部形态；“龙首纹”

的菱形图案则是常规的四边菱形，由于构图需要而放置在嘴齿上方，表现的是蛇面部鳞片呈现的形状。但不管怎样，二者的本

源都与自然界中的爬行动物蛇的头面部有关。 

三、玉牌饰类纹样所表现的蛇崇拜及其流向 

蛇是我国南方山区、丘陵地带常见的野生动物。尤其在温热潮湿地带，各种蛇类活动频繁，是早期先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

最常遭遇的动物之一。因此，蛇的形象不论是头部还是躯体，很容易被运用到玉器、陶器的制作中，作为器表的装饰题材，进

而成为人们崇拜和信仰的对象。 

除了前文所述玉牌饰及龙首纹上体现的蛇的头面部形态之外，蛇的蜿蜒体躯更常用于良渚器物的表面装饰。如玉器表面常

以圆角、圆转、方折等各式云雷纹和重圈纹、三圈纹作为抽象蛇纹运用于主题纹样的补白[16]；陶器上的表现更为引人瞩目，在

江苏草鞋山[17]，上海福泉山[18]、亭林[19]，浙江庙前[20]、名山后[21]等遗址都曾出现刻划在鼎、豆、壶、宽把杯等黑陶器类表面的

卷曲蛇纹。典型的如福泉山陶鼎（M65︰90），整器自盖纽扣至三足外侧，满刻鸟首盘蛇纹；陶豆（M101︰90）在豆盘外壁细刻

鸟首盘蛇纹；贯耳壶（M74︰166）的颈部也满刻鸟首盘蛇纹（图八）。 

 

这些与蛇相关的纹饰，或体现在精美玉器上，或刻划在打磨光亮、装饰繁缛、带有礼器性质的鼎、豆、壶等器类上，显然

具有一定的象征和信仰意义。杨建芳先生曾根据云雷纹为蛇的抽象化和图案化形式，认为良渚文化的相关纹饰反映了其崇蛇的

观念，并向南传播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22]。可以认为，除了神人兽面纹所代表的信仰崇拜之外，蛇崇拜在良渚文化信仰体系

中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蛇崇拜这一文化内涵，在此后的古越族土著信仰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并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内容。《说文》曰：“蛮，

南蛮，蛇种”，又说“闽，东南越，蛇种”[23]；《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越在巳地，其位蛇也”[24]，都是越族以蛇为崇拜

对象的表现。而在考古发掘中，先秦越地也常见与蛇有关的器形出土。如江苏鸿山越墓中出土低温烧制的陶胎琉璃釉盘蛇玲珑

球形器，由盘曲的 8 条蛇构成，蛇身饰点状琉璃釉和红彩，精美异常[25]。江苏邱承墩还出土两件堆塑蛇纹的原始青瓷鼓座，其

中一件座身覆钵状，中有管状插孔，鼓座上部有 6 条堆塑双头蛇，两蛇一组，头向上昂，腹部相交，蛇身满饰鳞纹，弯曲作游

动状；另一件鼓座上部贴 9条堆塑的盘蛇，张口圆目，身饰鳞纹
[26]
（图九）。这两件鼓座上的堆塑蛇形象，除了弯卷盘绕的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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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之外，蛇头均为三角形，且圆睁大眼的两侧还刻划出细小的眼角，与良渚文化蛇类纹饰均有可比之处。因此，良渚文化中

不论是玉器中的镂刻牌饰还是陶器上的蟠卷蛇纹，都开古越族蛇信仰的滥觞。 

 

良渚文化蛇类纹样及所蕴含的蛇崇拜内涵还向北传入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发现许多与蛇崇拜有关的遗存。如河南

二里头遗址 1963 年Ⅴ区 T212 出土的陶片标本上就刻划一首双身的蛇形纹样[27]（图一〇︰1）。这条蛇以粗线条刻划圆角三角形

的头部和卷云形尖吻，颈部以后向左右两侧分出双身，根据复原研究，其弯曲的身躯正好把一只四脚朝天的仰卧小兔包围起来[28]。

有研究者推测这是表现飞龙在天，腾云驾雾，直探月宫的意境[29]。但从小兔形象的仓惶、无力以及卧倒的姿态来看，这更有可

能是一个已被大蛇果腹了的猎物。所以这组图像应该属于写实的蛇纹，但又因为蛇身一分为二明显具有神性，因而是人们信仰

的崇拜对象。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贴塑蛇纹的大陶盆（图一〇︰2）与堆塑蛇纹的透底器（图一〇︰3），都出土于宫殿区范

围内，研究者认为其与上层社会的祭祀活动有关[30]。 

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这些蛇类形象往往被当作“龙”形或龙形的一种而加以笼统认识。但从形态上来看，这些或刻划、或

堆塑的蛇形象，不仅与二里头绿松石类“龙形器”差别很大，而且同以河南濮阳西水坡为代表的中原早期“龙”形象也大相径

庭，表现的是带有神性，同时仍非常写实的蛇的形象。与此同时，从这些蛇类纹饰所依托的载体，尤其是“透底器”这类陶器

在中原极少见到的情况来看，这一文化因素应属于外来传入。后世与此类“透底器”相似的器物是多出土于南方特别是长江下

游地区的鼓座类器，如无锡鸿山越墓所发现两件鼓座，无论是材质、器形还是其上的蛇塑形态，都与二里头所出器具有极大的

可比性。另外，在安徽舒城九里墩[31]、丹徒北山顶[32]、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葬[33]中也发现鼓座，尽管它们年代相对晚近，形态也

不尽相同，但所代表的都是南方地区的文化传统。从长江下游崇蛇的信仰传统来看，不排除将来在这一地区发现与二里头时代

相当或更早的相关遗存的可能。总之，二里头遗址所发现与蛇崇拜有关的器物，代表的应是来自南方的文化因素，是良渚文化

时蛇崇拜及其信仰体系传入中原地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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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玉牌饰类纹样与形成中的龙形象 

伴随着良渚文化蛇类纹样和崇蛇信仰的北传，良渚玉牌饰及相关纹样的某些部分也随之传入北方，并可能为中原“龙”形

象的最终形成提供构图元素。这些部分包括玉牌饰上的眼部形态和龙首纹中的菱形纹。 

瑶山玉牌饰（M7︰55）上最突出的部分，即为器身两侧上方占据近一半面积的眼睛。这一眼部结构是最为典型的以圆和弧

边三角组合形态加以表现的例子，普遍被认为来源于崧泽文化晚期流行的陶器纹饰[34]。一般认为，良渚早期以后这一眼睛结构

转变为圆和小尖喙组合，乃至小尖喙趋于消失，成为典型的神兽眼睛，与最初形态“圆和三角”有明显的不同[35]。而这种演化

之后以重圈突出圆形眼球，并加以小尖喙或月牙眼睑的兽目形象，往往被看成与后世饕餮纹有关的纹样源头。如林巳奈夫就曾

提出殷周青铜器上的“卵形眼”起源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上的兽目，并认为那象征着太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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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该说，瑶山玉牌饰上“简洁”的圆和弧边三角结合，且整体轮廓呈现斜向、长尖特征的眼部形态，才是后世中原龙纹

乃至饕餮纹上眼睛形态可以向上追溯的直接形源。最为显著的就是中原地区河南新砦遗址出土陶器盖上刻划兽面纹的眼睛，以

斜上下两个弧边三角形表现，虽然其眼珠线条并没有特别刻划，只是借用三角形的两个相对弧边加以呈现
[37]

，但总体造型上看

与良渚玉牌饰上的眼部形态如出一辙（图一一︰2）。此后承袭新砦兽面纹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2002VM3︰5），同样以梭

形塑造其眼部形态，中间以圆形白玉为睛，两端眼角斜尖，与“圆加弧边三角”的构图特征高度一致（图一一︰3)[38]。二里头

绿松石牌饰、陶器刻划纹饰上也常见这类梭形及与之相近的臣字形的动物眼部（图一一︰4、5、6)[39]，将这些梭形眼与瑶山玉

牌饰纹样的眼部形态相比较，则会发现它们均为斜竖向的尖长梭形，上眼角向外倾斜，下眼角向内倾斜，且中部以圆形突出眼

珠，共性显而易见。因此中原地区这类动物面部的梭形眼与良渚文化中同类构图元素关系密切。而这类梭形眼的进一步发展，

就成了商周青铜器与玉器上兽面纹中常见的“臣字目”或“卵形眼”，尤其以殷墟青铜器蟠龙形象上的表现最具代表性（图一

一︰7）。可见形成于良渚时期以“圆与弧线三角”组合的斜向眼部形态，在中原“龙”形象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构图元素（图

一一）。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臣字目”也是龙山时代石家河文化玉器上的显著特征，因此这一元素有可能是自良渚文

化先向西传至长江中游，进而北上进入中原地带的。 

与此同时，取象于蛇面部鳞片形状并成为神异性动物纹样构图单元的菱形纹，同样向北传播，在中原地区，尤其是二里头

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相似因素。前述二里头遗址 1963 年Ⅴ区 T212 出土的陶片上就刻划有写实蛇纹，其头面部除了梭形眼

和卷云鼻吻之外，两眼之间的额头处赫然刻划着一个菱形纹，可以看作是良渚龙首纹上菱形位置上移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的纹

饰也见于二里头Ⅴ·ⅡT107(3)︰2 陶片上，该蛇形纹样仅存头部，呈圆角三角形，前端以桃形表示尖吻，两眼之间亦有菱形装

饰在额部，并延续至身躯部位。可以看到，此时菱形纹仍仅装饰在写实蛇纹的额面部位，还没有“攀”上绿松石“龙”形器类

的头部成为其中的组成元素。而到了商代，在殷墟的龙纹上，菱形纹便已成为完整龙纹，甚至是饕餮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

妇好青铜盘上的蟠龙纹，对龙形的头面部刻划细致完整，不仅有耳、角、目、嘴、虬髯、弯卷体躯等部位，而且额面部正中装

饰着菱形纹，成熟完善的中华龙的形象至此跃然而出。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华龙形象逐步发展的复杂、多层次的“创作”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东南地区良渚时期的“圆与三角”和菱形纹，在不同阶段做出了重要贡献（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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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源自崧泽时期圆形与弧边三角形组合的纹饰单元，在良渚文化时用来表示蛇面部的眼睛形态，并在此后向北传

播，逐渐形成中原玉器与青铜器上动物形象的“梭形眼”或“臣字目”；而龙首纹上作为蛇面鳞片形状的菱形纹样，在北传的

过程中则进一步将装饰的位置上移至额面正中，最终成为成熟的中华龙形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原龙形象的演变和

最后成型中，吸收、蕴含了来自良渚文化的构图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二里头玉柄形器和牌形饰上兽面纹乃至商周时期蟠

龙纹为代表的中原龙形象，其远源是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的
[40]
。 

五、小结 

长期以来，瑶山 M7︰55玉牌饰往往被看作是“神兽”纹之一种，其眼部结构常因作为衔接崧泽晚期“圆和三角”图像与良

渚时期盛行“神人兽面纹”之“神兽”的中间形态而被学界所重视。但对这类纹样所表示的具体动物类型即其形源，以及其所

可能蕴含的原始信仰内涵却少有探讨。若以南方地区自然界中常见的蛇类爬行动物视之，则瑶山玉牌饰不论是整体轮廓、脸颊

突起，还是十字镂孔等结构和特点，均与蛇的头面部有可相比较之处。与此同时，良渚文化早期常见龙首纹上的菱形纹，也可

能是在蛇面部鳞片形状的基础上加以刻划和创作而形成的构图元素。良渚文化玉器与陶器装饰上的这类与蛇有关的纹样，应是

良渚文化中蛇崇拜的表现，表明崇蛇信仰是良渚文化信仰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信仰内涵不仅在东南地区承续发展，成为

此后土著越族的重要文化特征，同时也对外向北传播，在中原文化遗存中留下不少印记。其中瑶山玉牌饰上表示眼睛的“圆和

三角”组合结构，以及龙首纹上的菱形纹，在北传过程中参与了中原龙纹的演变和创造，并成为其最终形象的构图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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